
　 　 依法治国语境下检察机关的性质与职权

魏晓娜∗

　 　 内容提要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开展ꎬ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整体转隶ꎬ检察

机关又一次被推向重大改革的当口ꎮ 中国检察机关在宪法上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ꎬ但如

何实现法律监督ꎬ却是 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遗留的一个历史性难题ꎮ 在新的依法治

国语境下ꎬ检察机关必须寻找行使法律监督的新的切入点ꎬ成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守护者、宪
法法律的守护者ꎮ 为了实现上述职能ꎬ必须对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和职权配置进行重大改

革ꎮ
关键词　 垂直领导　 诉讼职权　 监督职权

中国检察制度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ꎮ 十八大以来ꎬ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

力度ꎬ为整合监察、检察反腐力量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
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ꎬ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ꎮ 随

后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市、
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ꎮ 从已经公布的信息看ꎬ三个

改革试点省市设立监察委员会ꎬ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

检察院查处贪污腐败、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侦查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

委员会ꎮ 在试点地区ꎬ与检察机关职权密切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第 ３ 条、第 １８ 条、第
１４８ 条ꎬ第二编第二章第十一节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５ 条第 ２ 项ꎬ«检察官法»第 ６
条第 ３ 项ꎬ在试点期间被暂时停止适用ꎮ 实行监察体制改革ꎬ设立监察委员会ꎬ建立集

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ꎬ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ꎮ 然而ꎬ这一举措ꎬ无形

中将检察机关又一次推向了重大改革的当口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

了 ２０１７ 年立法工作计划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被列为将在 ８ 月进行初次审议的

法律案ꎮ 在即将到来的新监察时代ꎬ检察机关的职权将发生重大变化ꎬ失去了职务犯罪

侦查权的检察机关该如何实现其法律监督职能? 处在大变革前夕的中国检察制度将何

去何从? 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在理论上作出阐释与回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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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监督:一个历史遗留的难题

现代法治的核心议题是规范政府权力、防止权力滥用ꎬ因而法治国家的基本任务之

一即是构建一定的权力控制机制ꎮ 权力的控制ꎬ可以通过两种基本方式实现:一是制

约ꎬ二是监督ꎮ 前者是在权力的实现过程中进行分权ꎬ将事权分解为两项或者多项职

权ꎬ交由不同的主体ꎬ各主体被赋予不同的职能ꎬ彼此之间相互独立ꎬ在履行各自职能过

程中实现相互制约与平衡ꎻ后者则是着眼于权力行使主体的法律职能ꎬ将特定的、对应

的事权赋予该主体全权行使ꎬ但在该权力之外设立监督主体ꎬ对该权力的行使履行监督

职能ꎮ 前者是一种过程性分权ꎬ后者则属于功能性分权ꎮ① 从权力整体架构而言ꎬ西方

三权分立制度体现的是制约的逻辑ꎮ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最高权力机关ꎬ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ꎬ对其负责ꎬ受其监督ꎬ由此形成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截然不同的一元权力架构ꎮ 这

种权力架构的弱点是缺乏有力的制约机制ꎬ为了防止权力腐败和滥用ꎬ就必须在人民代

表大会之下设立专司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ꎮ② 这种专门的法律监督职能之所以赋予检

察机关ꎬ则与检察机关本身的性质有关ꎮ 现代检察制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ꎬ被誉为“革
命之子”ꎬ历史地看ꎬ创设检察制度的目的有三:一是打破纠问式程序之下法官大权独揽

的格局ꎬ实现控审分离ꎬ以制约法官的权力ꎻ二是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ꎬ防范警察权力

失控ꎻ三是法治功能ꎬ即守护法律ꎬ保障人权ꎮ③ 可见ꎬ检察机关本身即为制约(法官)权
力、控制(警察)权力、守护法律的产物ꎮ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ꎬ前苏联检察制度对中国检察制度的形成产生过直接影响ꎮ
新中国检察工作主要奠基人之一、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认为苏联检察机关

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ꎬ④而支撑起检察机关这一性质的ꎬ则是苏联检察机关实行的

两项互为表里的制度ꎬ一个是一般监督ꎬ另一个是垂直领导ꎮ⑤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４ 日ꎬ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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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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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国权、周鲁耀:«监督与制约: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ꎬ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林钰雄:«检察官论»ꎬ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版ꎬ第 １４ 页以下ꎮ
参见闵钐:«新中国第一本检察著作‹检察制度纲要›述评»ꎬ载«中国检察官»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ꎮ
“一般监督”是从前苏联借用的一个法律术语ꎬ中国的一般监督与苏联有两点不同:其一ꎬ在苏联ꎬ一般监督不仅是检

察机关的一项职权ꎬ而且也是一种监督的方法ꎬ即通过一般性的检查活动发现违法犯罪行为ꎬ然后予以处理ꎮ 在中

国则是得到违法犯罪信息后ꎬ才采取检察监督的措施和行动ꎬ一般不进行事先的检查和监督ꎮ 其二ꎬ苏联一般监督

的对象包括普通公民ꎬ而中国一般监督的对象ꎬ不包括普通公民ꎬ只有普通公民触犯刑律时ꎬ检察机关才依法提起公

诉ꎮ 参见王桂五:«关于一般监督问题的争论及其经验教训»ꎬ载«王桂五论检察»ꎬ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１８９
页以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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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发布«关于建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ꎬ采纳了李六如对苏联检察机关性质的界定ꎮ⑥

这意味着新中国要以苏联检察制度为蓝本ꎬ构建一套同样具有法律监督性质的检察机

关ꎮ 然而ꎬ作为法律监督两个支点的一般监督和垂直领导制ꎬ在新中国检察制度创建发

展的不同历史时期ꎬ则经历了一些起起落落ꎬ在规范性文件中也出现了不同的表述:
１. 规定“一般监督”和“垂直领导”(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１)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试行组织条

例»第 ２ 条和第 ３ 条分别规定了垂直领导和一般监督ꎮ⑦ 从逻辑上看ꎬ一般监督必然要

求垂直领导体制ꎬ构成法律监督支柱的两项基本制度已然确立ꎬ中国的检察机关实际上

已经具备法律监督属性ꎬ只不过“试行组织条例”并未指明这一点ꎮ
２. 继续肯定“一般监督”ꎬ变垂直领导为“双重领导”(１９５１ －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３ 日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

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ꎮ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 ２ 条

继续肯定各级人民检察署的“一般监督”权ꎮ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

条例»删除了之前«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 ２ 条关于垂直领导的规

定ꎬ第 ６ 条则直接改变了 １９４９ 年以来实行的垂直领导体制ꎬ改采“双重领导”体制ꎮ⑧ 但

是ꎬ对于这一变化ꎬ李六如代表最高人民检察署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作

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的说明»ꎬ指出

１９５１ 年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变化ꎬ并非否定垂直领导制ꎬ而是地方各级检察署在初创过

程中一种临时性、变通性调整ꎮ⑨

３. “垂直领导”与“一般监督”的重新统一(１９５４ － １９７５)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部宪法ꎬ史称“五四宪法”ꎻ次日ꎬ会议又通过了 １９５４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ꎮ 在“五
四宪法”和 １９５４ 年“组织法”中ꎬ人民检察署被更名为人民检察院ꎮ “五四宪法”对检察

６８２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⑥

⑦

⑧

⑨

该指示指出:“苏联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ꎬ对于保障各项法律、法令、政策、决议等贯彻实行ꎬ是起了重大作用

的ꎮ 我们则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ꎬ才开始建立这种检察制度ꎬ正因为它是不同于旧检察的新工作ꎬ很容易被

人模糊ꎮ 但因为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ꎬ故必须加以重视ꎮ”闵钐、薛伟宏编著:«共和国检察历史片段»ꎬ中国

检察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３６ 页ꎮ
第 ２ 条规定:“全国各级检察署均独立行使职权ꎬ不受地方机关干涉ꎬ只服从最高人民检察署之指挥ꎮ”第 ３ 条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管辖ꎬ直接行使并领导下级检察署行使下列职权:一、检察全国各级政府

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法律、法令ꎮ 􀆺􀆺”
第 ６ 条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与上下级及同级各机关之关系如下:(一)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受上级人民检察

署的领导ꎮ (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分署)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ꎬ同时受同级人民政

府委员会之领导ꎬ与同级司法、公安、监察及其他有关机关密切联系ꎬ进行工作ꎮ”
在说明的第三部分“关于各级人民检察署的领导问题”中ꎬ李六如指出:“在原来的«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
中是采取垂直领导的原则的ꎬ但因试行一年多的经验ꎬ有些窒碍难行之处ꎮ 故修正案改为双重领导􀆺􀆺关于当地的

一些具体问题ꎬ地方政权领导强ꎬ经验多ꎬ易于了解本地情况ꎻ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是一个新设立的机构ꎬ干部弱ꎬ经
验少ꎬ尚需当地政府机关根据中央的方针计划ꎬ就近予以指导和协助ꎮ 故此时将垂直领导改为双重领导ꎬ是切合目

前实际情况的ꎮ”闵钐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ꎬ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３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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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一般监督仍持肯定态度ꎬ恢复了垂直领导制ꎬ􀃊􀁉􀁒同时也明确肯定检察机关的独立

性和中央性ꎮ􀃊􀁉􀁓

４. 取消检察机关(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８)
文革期间通过的 １９７５ 年«宪法»实际上取消了检察机关ꎮ􀃊􀁉􀁔

５. 恢复“一般监督”ꎬ体制上采“双重监督”(１９７８ － １９７９)
文革结束后ꎬ关于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ꎬ１９７８ 年«宪法»第 ４３ 条第 １ 款基本上恢复

了“五四宪法”关于一般监督的表述ꎮ 然而ꎬ同条第 ２、３ 款却一反以往的垂直领导体制ꎬ
采用了“双重监督”体制ꎮ􀃊􀁉􀁕

６. 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ꎬ取消一般监督ꎬ􀃊􀁉􀁖垂直领导改为“一重监督ꎬ一
重领导”􀃊􀁉􀁗(１９７９ － )

自“五四宪法”和 １９５４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始ꎬ中国的检察机关具备了“垂直领

导”和“一般监督”这两项核心要素ꎬ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ꎮ 但是ꎬ这两部法

律都没有点明检察机关的性质ꎮ 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明文规定检察机关

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ꎮ 然而ꎬ对于支撑法律监督性质的两项基本制度ꎬ１９７９ 年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却一个废除ꎬ一个改变为“一重监督ꎬ一重领导”ꎮ １９７９ 年组织法

制定时ꎬ彭真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立法说明ꎬ对组织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性质、领导

体制和监督范围做出解释ꎮ 􀃊􀁉􀁘

然而ꎬ如果着眼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ꎬ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设计令

人感到相当困惑:首先ꎬ关于取消一般监督ꎮ 回顾中国检察制度史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开始ꎬ检察机关就享有一般监督权ꎬ只是当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ꎮ 除文革期间取消

检察机关的非常时期ꎬ在 １９７９ 年以前ꎬ规范性文件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一直持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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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参见 １９５４ 年«宪法»第 ８１ 条ꎮ
１９５４ 年«宪法»第 ８３ 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ꎬ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ꎮ”
１９７５ 年«宪法»第 ２５ 条第 ２ 款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ꎮ”
１９７８ 年«宪法»第 ４３ 条第 ２、第 ３ 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

作ꎬ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ꎮ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ꎮ”
但也有学者认为ꎬ１９７９ 年组织法并没有取消一般监督权ꎮ 例如谢鹏程认为ꎬ彭真的立法说明并没有完全否定检察机

关的一般监督权ꎬ只是把一般监督的对象限定为职务犯罪ꎬ把一般监督的手段限定为侦查和起诉职务犯罪ꎮ 参见谢

鹏程:«行政处罚法律监督制度简论»ꎬ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 期ꎮ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１０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

报告工作ꎮ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ꎮ 最高人民

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ꎬ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ꎮ”
关于检察机关的性质ꎬ彭真指出:“确定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ꎮ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ꎬ曾坚持检察机关

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ꎮ 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运用列宁这一指导思想ꎬ结合我们的情况ꎬ规定􀆺􀆺”关于监

督的范围ꎬ彭真指出:“检察院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ꎬ只限于违反刑法ꎬ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ꎮ
至于一般违反党纪、政纪并不触犯刑法的案件ꎬ概由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机关去处理ꎮ”彭真:«彭真文选»ꎬ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ꎬ第 ３７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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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态度ꎮ 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ꎬ从逻

辑上讲ꎬ法律监督的外延应当与法律的外延一致ꎬ然而它却取消了一般监督ꎬ把检察职

权􀃊􀁉􀁙局限于对刑事法律的实施实行监督ꎬ一般监督退变为犯罪监督、诉讼监督ꎮ 检察机

关的职权与其法律监督的性质明显不相匹配ꎮ􀃊􀁉􀁚 其次ꎬ关于检察机关的独立性ꎬ“五四宪

法”和 １９５４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表述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ꎬ不
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ꎬ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则修改为“不受其他行政机关、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ꎮ 从其历史背景看ꎬ１９５４ 年组织法中的表述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

被指责为脱离党的领导ꎬ１９７９ 年组织法修改时人们心有顾虑ꎬ彭真在立法说明中特别强

调检察机关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ꎬ并不影响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国家权

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ꎮ􀃊􀁉􀁛 这一说明ꎬ实际上默认了地方党委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

检察机关的干预ꎮ 再次ꎬ关于领导体制的改变ꎮ 作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法律监督机

关ꎬ从组织体系和领导关系上ꎬ应当摆脱“地方性”ꎮ 然而ꎬ１９７９ 年组织法却反其道而行

之ꎬ改变了 １９５４ 年组织法第 ２１ 条规定的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产生方式ꎬ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成为主要的任免机构ꎮ 这样一来ꎬ地方国家机关、党委、政府就在

检察机关的人员选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决定权ꎬ􀃊􀁊􀁒这显然不利于检察机关排除地方干

扰ꎬ不利于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ꎮ􀃊􀁊􀁓

可见ꎬ虽然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ꎬ但在如何实现法律监督这一

问题上ꎬ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并未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设计方案ꎬ给当代中国

检察制度留下一个历史性难题ꎮ

二、回归法律监督:寻找新的切入点

(一)检察机关职权的现实格局

关于检察机关职权的属性ꎬ本文主张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界定ꎮ 一是从宪制层面ꎬ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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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５ 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

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ꎬ行使检察权ꎮ (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ꎬ进行侦查ꎮ (三)
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ꎬ进行审查ꎬ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ꎻ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ꎬ实行

监督ꎮ (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ꎬ支持公诉ꎻ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ꎬ实行监督ꎮ (五)对于刑事案件

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ꎬ实行监督ꎮ”
王桂五:«来之不易的我国第二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ꎬ载«王桂五论检察»ꎬ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１８６ 页ꎮ
前引􀃊􀁉􀁚ꎬ王桂五文ꎬ第 １８４ 页ꎮ
１９５４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２１ 条规定:“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

员会委员ꎬ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免ꎮ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分院

和县、市、自治州、自治县、市辖区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ꎬ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任免ꎮ”
对此ꎬ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如要将中国地方检察人员产生机制的构造机理归因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ꎬ则正

好是南辕北辙了ꎮ”田夫:«什么是法律监督机关»ꎬ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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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行使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法律监督权ꎬ这里的法律监督是广义的ꎬ即检

察机关的所有职权在宪制意义上均是为实现其法律监督职能而配置ꎻ二是在技术层面ꎬ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又可以通过更为具体化的“诉讼职权”和狭义上的“监督职

权”来实现ꎮ 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之区分ꎬ则以“诉讼职能”为依据:凡执行起诉、辩护、
裁判等构成诉讼基本要素的职能ꎬ或者与要素职能平行的职能(如立案、侦查、执行)ꎬ为
此而行使权力ꎬ皆为“诉讼职权”ꎻ相反ꎬ并非履行上述要素职能及其平行职能ꎬ而是跳脱

于上述职能之外ꎬ对上述职能之履行行使法律监督ꎬ则是“监督职权”ꎮ􀃊􀁊􀁔 这里的监督职

权是狭义的ꎬ与诉讼职权相对而存在ꎮ 其中ꎬ前者体现的是“监督”的控权逻辑ꎬ后者则

体现的是“制约”的逻辑ꎮ􀃊􀁊􀁕 然而无论是监督职权ꎬ还是诉讼职权ꎬ都是检察机关为实现

其法律监督职能而行使权力ꎬ因而均属广义上的法律监督权ꎮ 将法律监督在宪制层面

和技术层面做出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ꎬ其优点有三:一是有利于检察机关职权讨

论的深入和精细化ꎻ二是具有较强的解释力ꎬ不仅可以解释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

权ꎬ而且可以解释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情况下的职权属性ꎻ􀃊􀁊􀁖三是可以与西方三

权分立架构下的司法独立的含义形成对应关系ꎮ􀃊􀁊􀁗

１９７９ 年检察院组织法出台之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ꎬ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

化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ꎮ 以 １９７９ 年组织法为原点ꎬ检察机关职权

随着三大诉讼法的制定、修正以及司法改革的推进不断调整:
第一ꎬ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的诉讼职权有消有长ꎮ 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

１９７９ 年出台后ꎬ分别于 １９９６ 年、２０１２ 年两次进行修正ꎮ 两次修正的结果是ꎬ检察机关

起诉方面的职权呈扩大之势ꎬ侦查方面的职权不断萎缩ꎮ 在起诉职权方面ꎬ１９９６ 年ꎬ随
着中国式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ꎬ􀃊􀁊􀁘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免予起诉的权力被取消ꎬ􀃊􀁊􀁙但

９８２

依法治国语境下检察机关的性质与职权

􀃊􀁊􀁔

􀃊􀁊􀁕

􀃊􀁊􀁖

􀃊􀁊􀁗

􀃊􀁊􀁘
􀃊􀁊􀁙

与划分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的主张类似ꎬ学界早已存在将监督职能与诉讼职能相分离的主张ꎬ参见陈卫东:«检察机

关角色矛盾的解决之策———法律监督职能与诉讼职能的分离»ꎬ载法制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ｇａｌｄａｉ? 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ｂ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８１０４２. ｈｔｍ? ｎｏｄｅ ＝ ２０７４０ꎬ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ꎮ
按此标准ꎬ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５ 条列举的检察机关职权中ꎬ第(一)、(二)项皆属于诉讼职权ꎻ第(三)、
(四)项前半句属于诉讼职权ꎬ后半句属于监督职权ꎻ第(五)项属于监督职权ꎮ 换而言之ꎬ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

使立案、侦查、起诉、批捕等权力属于“诉讼职权”ꎬ对侦查、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属于“监督职权”ꎮ 这里可能会有争

议的是批捕权ꎬ本文认为批捕权本质上仍是一种裁判权ꎬ因此归入“诉讼职权”ꎮ
例如ꎬ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提起抗诉、公益诉讼是广义的法律监督权的体现ꎬ然而民行抗诉和公益诉讼一旦

提起ꎬ成为抗诉主体或者原告的检察机关即成为一方诉讼主体ꎬ在具体案件中行使的是诉讼职权ꎮ 如果没有广义上

的法律监督作为上位概念ꎬ仅将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和(狭义的)监督职能相并列ꎬ则可能出现解释上的困难ꎬ有学

者就对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相互分离的观点提出质疑ꎬ参见龙宗智:«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关系及其配置»ꎬ载«人
民检察»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４ 期ꎮ
所谓司法独立ꎬ通说认为包括两层含义ꎬ一是国家权力架构层面的司法权相对于立法权、行政权而独立ꎬ二是法律技

术层面的法官独立ꎮ 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法律监督ꎬ有异曲同工之处ꎮ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 １２ 条ꎮ
１９７９ 年«刑事诉讼法»第 １０１ 条规定“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ꎬ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免予起

诉的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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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增加了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权力ꎬ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的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特别诉讼程序中还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的权力ꎮ 侦查方面职权的萎缩首

先表现在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范围上ꎮ １９７９ 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自

行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规定的相当宽松ꎬ即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ꎬ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在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案件管辖的通知中ꎬ五类 ２２ 种

案件划归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ꎬ加上检察机关享有“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

件”的机动侦查权ꎬ检察机关可以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范围相当广泛ꎮ 然而ꎬ１９９６ 年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检、公两家的立案管辖权做出较大调整ꎬ将原来由检察机关立案

侦查的涉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等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ꎮ 另外ꎬ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后ꎬ实践中出现了个别检察机关滥用机动侦查权ꎬ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情况ꎬ
１９９６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施加了严格的限制ꎬ􀃊􀁊􀁛检察机关

直接立案行使侦查权的案件范围进一步缩小ꎮ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ꎬ隶属于

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转隶整合到监察委员会ꎬ检察机关的立案侦查权面临被

取消的命运ꎮ
第二ꎬ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在刑事诉讼中不断强化ꎬ并延伸至民事诉讼、行政诉讼ꎮ

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呈强化之势ꎮ 典型的例证包括:其一ꎬ１９９６ 年修正案增

加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行使法律监督的规定ꎮ􀃊􀁋􀁒 ２０１０ 年ꎬ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ꎬ对于公安机

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行使监督权ꎬ􀃊􀁋􀁓弥补了刑诉法在立案监督规定上的片面性ꎮ
其二ꎬ为了强化、落实对侦查程序违法的监督ꎬ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了对侦

查侵权行为的申诉机制ꎬ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在侦查中受到不当侵犯的当事人或利害

关系人有权向有关机关申诉或者控告ꎬ对该机关作出的处理不服的ꎬ可以向同级人民检

察院申诉ꎻ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ꎬ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ꎮ􀃊􀁋􀁔 其三ꎬ对被逮

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ꎬ增加了检察机关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的规定ꎮ􀃊􀁋􀁕 其四ꎬ加
强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执行监督的力度ꎬ由原来的事后监督改变为同步监督ꎮ􀃊􀁋􀁖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制定于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８９ 年ꎬ两大诉讼法都规定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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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１９７９ 年«刑事诉讼法»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ꎮ
１９９６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原来“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施加了更为苛刻的条件:“对
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ꎬ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ꎬ经省级以上人民检

察院决定ꎬ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ꎮ”
参见 １９９６ 年«刑事诉讼法»第 ８７ 条ꎮ
该规定现已吸收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５５５ 条ꎮ
参见 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第 １１５ 条ꎮ
参见 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第 ９３ 条ꎮ
参见 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第 ２５５ 条、第 ２５６ 条、２６２ 条第 ２ 款、第 ２６３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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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的内容ꎮ 但 １９９１ 年«民事诉讼法»涉及人民检察院监督职

权的条文只有第 １４ 条ꎬ􀃊􀁋􀁗１９８９ 年«行政诉讼法»涉及人民检察院监督职权的条文有 ２
个ꎬ即第 １０ 条和第 ６４ 条ꎮ􀃊􀁋􀁘 «民事诉讼法»经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两次修正后ꎬ涉及检察机

关行使监督权的条文扩展为 ７ 个(第 １４、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２、２１３、２３５ 条)ꎬ较为详细地规

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权力ꎬ另有第 ５５ 条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

力ꎮ «行政诉讼法»２０１４ 年修正后ꎬ有 ３ 个条文涉及人民检察院(第 １１、９３、１０１ 条)ꎬ其
中第 ９３ 条较为详细地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抗诉的权力ꎮ 此外ꎬ２０１４ 年十八届四

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ꎬ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北京等 １３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ꎬ增
加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ꎮ􀃊􀁋􀁙

第三ꎬ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向诉讼领域以外的行政执法、立法领域的延伸ꎮ 近年

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ꎬ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需求日渐迫切ꎬ检察机关的法律

监督职权逐渐摆脱三大诉讼框定的场域ꎬ不再局限于诉讼监督ꎬ出现了向行政执法、立
法领域延伸的迹象ꎮ􀃊􀁋􀁚 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已经没有法律障碍ꎮ

(二)依法治国语境下“法律监督”本义的回归

检察机关职权范围的扩大ꎬ如果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ꎬ其实并不难以理

解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执政党对中国社会的治理大体经历了政治治理模式、行政治理模

式ꎬ并逐渐向法治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中国启动了经济体制改

革ꎮ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ꎬ经济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具有根本性ꎬ可能引发政

治法律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连锁效应ꎮ 自中共十五大以来ꎬ依法治国成为基本的

治国方略ꎬ“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党的文件ꎮ 此后ꎬ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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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 １４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ꎮ”
«行政诉讼法»第 １０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ꎮ”第 ６４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ꎬ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ꎬ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ꎮ”
根据该决定ꎬ«民事诉讼法»第 ５５ 条增加一款ꎬ作为第 ２ 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ꎬ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

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ꎮ 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ꎬ人民

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ꎮ”同时ꎬ«行政诉讼法»第 ２５ 条增加一款ꎬ作为第 ４ 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

职权或者不作为ꎬ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ꎬ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ꎬ督促其依法履行职

责ꎮ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ꎬ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ꎮ”
在行政执法领域ꎬ«人民警察法»第 ４２ 条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ꎬ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ꎮ”
在立法领域ꎬ２０１５ 年修正的«立法法»第 ９９ 条第 １ 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ꎬ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ꎬ由常务委员会

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ꎮ”
参见郑永年:«中国模式»ꎬ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２４￣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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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正式文件开始频繁出现“依法治国”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述ꎮ 这一政治动

向很快反映于国家立法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ꎬ
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ꎮ”２００４ 年 ３ 月ꎬ十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ꎬ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经过激烈讨论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最终写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执政党更是史无前例地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ꎬ会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对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

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部署ꎮ 这些动向ꎬ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中国正在实现国家治理方式

的转变ꎬ中国社会也即将从以往的政治治理模式、行政治理模式转向法治治理模式ꎮ
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ꎬ本质上与法治存在“共生”关系ꎮ 而今ꎬ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大的时代背景ꎬ在新的依法治国语境下ꎬ有必要回归“法律监督”的本

义ꎬ重新检讨检察监督的范围ꎮ
(三)法律监督:寻找新的切入点

“一般监督”在中国的凋零ꎬ“极左”的政治运动是主要原因ꎮ 在政治运动的影响

下ꎬ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没有再规定一般监督ꎮ 然而ꎬ历史地看ꎬ检察机关的一

般监督自身也存在问题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ꎬ法律监督工作需要吸取历史的教训ꎬ寻找

新的切入点ꎮ
法治ꎬ首先是规则之治ꎮ 这个规则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

宣布ꎬ我国已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ꎮ 之后ꎬ保持法律体系的自洽性和内部的

协调性就成为迫切的要求ꎬ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意义上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ꎬ维护国家

法制统一原本就是其历史使命ꎬ因此ꎬ逐步拓宽监督领域ꎬ将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至行

政执法ꎬ乃至规范性文件制定领域ꎬ不仅是水到渠成ꎬ而且是十分必要的ꎮ
法治更是权利之治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权利保护为核心的规则体系ꎮ

规则是法治最直观的一面ꎬ也是最为形式化的一面ꎮ 然而ꎬ抽去了权利保障的内涵ꎬ法
治就失去了内在的精神ꎬ蜕变成一堆没有灵魂的规则和一套纯粹的工具ꎮ 有无权利内

涵ꎬ恰恰是“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所在ꎮ 法治语境下的法律监督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

质ꎬ以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为切入点ꎮ
所以ꎬ在新的依法治国语境下ꎬ检察机关要完成宪法所赋予的法律监督的使命ꎬ就

必须顺应历史潮流ꎬ以宪法“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为依归ꎬ努力成为宪

法、法律的守护者ꎬ公民基本权利的守护者ꎮ

三、检察机关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守护者

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切入ꎬ发挥法律监督职能ꎬ这对于检察机关来说ꎬ不必触动现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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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框架的调整ꎬ因而是近景可期的ꎮ 但是ꎬ通过法律监督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

护ꎬ应当有正确的自我定位ꎬ换句话说ꎬ必须处理好法律监督和司法保障机制的关系ꎮ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恢复与重建ꎬ我国不仅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ꎬ
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也基本形成ꎮ 在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寻求司法救济是公民的

基本权利ꎮ 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ꎬ现有的司法保障制度负有第一位的责任ꎬ只有在

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机制缺位的情形下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才是必要和迫切的ꎮ
所以ꎬ法律监督应当发挥的作用是拾遗补缺ꎮ 这样处理ꎬ既可以尊重和激发特定法律主

体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ꎬ又可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ꎬ集中精力解决好司

法救济缺位、失灵情况下的法律监督问题ꎮ
现代社会并不绝对禁止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剥夺ꎬ但政府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或剥夺必须依循一定的规则:其一ꎬ法律保留ꎮ 法律保留是公法上的基础性原则ꎬ是指

特定的事项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ꎬ行政行为若无法律依据ꎬ不得为之ꎮ􀃊􀁌􀁒 法律保留原则

在我国立法中有明确的体现ꎮ􀃊􀁌􀁓 其二ꎬ比例原则ꎮ 比例原则被誉为公法领域的“皇冠原

则”ꎬ既适用于立法领域ꎬ也适用于司法领域ꎮ 德国学者将比例原则又细分为三个原则:
(１)适应性原则ꎬ即国家所采取的措施ꎬ都要适应于它所追求的目的ꎻ(２)必要性原则ꎬ
即如果为实现公共利益ꎬ国家干预公民自由确有必要ꎬ那么这种干预也必须是最低限度

的ꎻ(３)狭义比例性原则ꎬ即要求所采取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而言不过分ꎬ就其所追求的

目标而言也是适当的ꎮ􀃊􀁌􀁔 其三ꎬ法官保留ꎮ 法官保留是指特定公法上的事项保留由法官

行使ꎬ并且也仅能由法官行使的原则ꎮ􀃊􀁌􀁕 所谓特定公法上的事项ꎬ一般包括公民的生命、
自由、财产、隐私等现代社会所公认应当珍视的权利ꎮ

我国的公法领域目前主要由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两大制度体系调整ꎮ 根据上述三

大原则检视刑事和行政制度体系ꎬ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ꎮ 此外ꎬ在上述两大制度体

系之间ꎬ还有一些灰色地带ꎬ由于三大原则不同程度上的缺失ꎬ成为基本权利保护的最

薄弱环节ꎮ 在立法修改和制度完善之前ꎬ作为近期目标ꎬ检察机关应当将以下领域作为

法律监督的重点ꎬ以填补因司法救济缺位而造成的权利保障真空或者短板ꎮ 这些领域ꎬ
包括但不限于:

(一)刑事诉讼中财产权、隐私权干预措施

刑事诉讼经常以限制和干预特定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为正常进行的

条件ꎮ 在中国刑事诉讼立法中ꎬ对人身自由权的干预措施和对财产权、隐私权的干预措

施是区别对待的ꎮ 相对而言ꎬ对人身自由权的干预措施比较受重视ꎬ刑事诉讼法在总则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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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２３２ 页ꎮ
我国«立法法»第 ８ 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

处罚􀆺􀆺”«行政处罚法»第 ９ 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ꎬ只能由法律设定ꎮ”
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ꎬ载«法律科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前引􀃊􀁌􀁒ꎬ林钰雄书ꎬ第 ７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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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设置独立的一章(第六章)ꎬ以“强制措施”之名统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
留和逮捕五种措施ꎮ 虽然五种强制措施中只有逮捕制度中存在实质性的分权机制ꎬ且
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尚有差距ꎬ但由于强制措施直接牵涉到人身权ꎬ历来是立法

和实务关切的重点ꎮ􀃊􀁌􀁖 相比之下ꎬ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财产权、隐私权干预措施的重视程

度远远不够ꎬ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法典结构来看ꎬ干预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搜

査、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没有规定在总则部分ꎬ而是被置于分则部分的“侦查”章中ꎻ
二是搜査、查封、扣押、冻结以及直接干预隐私权的技术侦查措施被轻率地界定为“侦查

行为”ꎬ􀃊􀁌􀁗成为由公安机关全权决定的事项ꎮ 然而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 条明确将“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

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排除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ꎬ刑事侦查行为被认为具有“司
法”属性ꎬ因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ꎮ 实际上ꎬ从刑事法角度来看ꎬ这个所谓的“司法属

性”完全是子虚乌有ꎬ因为对于上述措施ꎬ公安机关享有完全的决定权和实施权ꎬ没有任

何司法干预的余地ꎮ 结果是ꎬ财产在刑事诉讼中被不当查封、扣押、冻结的权利人根本

没有任何提起司法审查或司法救济的机会ꎮ 实践中也不乏公安机关在当事人得到无罪

处理后迟迟不解除扣押ꎬ不归还权利人被扣押财物的案例ꎮ􀃊􀁌􀁘

(二)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

以 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

序”和同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为标志ꎬ在精神病强制医疗方面ꎬ我国已形

成双轨制格局ꎮ 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ꎬ贯彻法官保留原则ꎬ在人

民检察院提出申请后ꎬ由人民法院决定ꎮ 对于那些实施暴力行为ꎬ但未达到“危害公共

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程度的精神病人ꎬ以及由亲属送医的精神病人的

“非自愿”住院治疗ꎬ则留给«精神卫生法»规范ꎮ 后一情形下的强制医疗ꎬ即本文所谓

的“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ꎮ 正是这一领域ꎬ存在着严重且隐蔽的权利保障缺陷ꎮ 强制

精神病人入院治疗ꎬ即使出于治疗目的ꎬ也构成了对相关人员基本人身权利的限制甚至

剥夺ꎮ 因此ꎬ非刑事的精神病强制医疗ꎬ也是国际社会关切的焦点ꎮ １９９１ 年ꎬ联合国大

会通过«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ꎬ２００４ 年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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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第 ３３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ꎬ有权委托辩护人ꎮ”第
８３ 条规定:“拘留后ꎬ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ꎬ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ꎮ”第９１ 条规定:“逮捕后ꎬ应当立

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ꎮ 除无法通知的以外ꎬ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ꎬ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ꎮ”
与立法相应ꎬ我国刑事诉讼法经典教科书中ꎬ搜査、查封、扣押、冻结等干预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措施历来是作为

“侦查行为”来讲授的ꎮ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六版)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２９０ 页以下ꎮ
相关报道可参见:«西安商人 １７ 年前合法携金被抓 律师:比于润龙案更恶劣»ꎬ载凤凰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５０６０４ / ４３９０２５５２＿０. ｓｈｔｍｌ ꎬ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ꎮ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 ２８４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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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建议»􀃊􀁌􀁚ꎬ这两个文件虽然没有法律

约束力ꎬ但其确立的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标准和程序ꎬ却备受国际社会推崇ꎮ 上述两

个文件的核心要点有两个ꎬ一是要区分强制入院的最初决定主体和正式决定主体ꎬ且后

者应为“国内法规定的司法或者其他独立、公正的组织”􀃊􀁌􀁛ꎬ或者“法庭或者其他有资格

的主体”ꎻ􀃊􀁍􀁒二是要提供有效的救济机制ꎬ即要求决定主体“定期审查强制入院病人的情

况”ꎬ被强制收容的病人也可以向审查机构提出出院申请ꎬ病人、其个人代表或者其他任

何利害关系人有权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ꎮ􀃊􀁍􀁓 对比我国«精神卫生法»对非刑精神病强制

医疗的规定ꎬ则与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相去甚远ꎮ 首先ꎬ在决定主体上ꎬ强制入院的决

定权被一揽子交给了医疗机构ꎬ从初步诊断到做出强制入院的正式决定ꎬ均可在同一家

医疗机构完成ꎮ 其次ꎬ缺失司法救济机制ꎮ 我国«精神卫生法»仅规定患者或其监护人

对诊断结论有异议ꎬ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ꎬ􀃊􀁍􀁔更糟糕的是ꎬ强制入院决定完全由医疗

机构做出ꎬ彻底排除了对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任何可能ꎮ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仅一

年多ꎬ媒体上再次出现无病人员“被精神病”、被警方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报道ꎬ􀃊􀁍􀁕非刑

精神病强制医疗在权利保障方面的缺陷ꎬ可见一斑ꎮ 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如不纳入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视野ꎬ恐怕会彻底沦陷为人权的“盲区”ꎮ
(三)收容教育

收容教育制度是打击卖淫嫖娼的产物ꎮ １９９１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禁

卖淫嫖娼的决定»ꎬ国务院据此制定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ꎬ成为目前公安机

关实施收容教育的主要法律依据ꎮ 目前对收容教育制度的诟病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违背法律保留原则ꎮ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虽然将收容教育的性质界

定为“行政强制教育措施”ꎬ但实质上仍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ꎬ属于«立法法»第 ９
条意义上的保留事项ꎮ􀃊􀁍􀁖 二是收容教育制度对成年人之间发生的卖淫嫖娼行为可以剥

夺人身自由长达六个月至二年ꎬ违背了比例原则ꎮ 三是程序不公正ꎮ 对于剥夺公民人

身自由长达两年的收容教育ꎬ公安机关既是决定主体ꎬ又是执行主体ꎬ缺乏必要的分权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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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２００４)１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ｃｄ. ｃｏｅ. ｉｎｔ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ｊｓｐ? ｉｄ ＝ ７７５６８５ꎬ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３ꎬ ２０１７) .
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第 １７ 条ꎮ
«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建议»第 ２０ 条ꎮ
参见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第 １７ 条第 ３、４、７ 款ꎬ以及«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建议»第
２５ 条ꎮ
参见«精神卫生法»第 ３２、３３、３４ 条ꎮ
参见«男子恋上人妻难自拔 被警方两次送精神病院»ꎬ载搜狐网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４１２０４ / ｎ４０６６５５１２７.
ｓｈｔｍｌꎬ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ꎮ
«立法法»第 ９ 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ꎬ
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ꎬ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ꎬ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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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约ꎬ虽然理论上存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ꎬ但对当事人来说缺乏现实的

可能性ꎬ沦为被法治和人权遗忘的角落ꎮ􀃊􀁍􀁗

除上述领域外ꎬ在治安执法、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强制隔离戒毒等涉及公民人

身自由、财产权利的领域ꎬ均由公安机关主导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司法介入不到位的问

题ꎬ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薄弱环节ꎮ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对涉及公民人

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ꎮ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

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ꎬ应该督促其纠正ꎮ”就前文所述检察制度存在

的三大目的而言ꎬ检察机关之产生ꎬ本身即意味着与法官分权ꎬ而检察机关产生之后ꎬ其
主要职能则应转向对警察权的控制ꎬ防止警察滥权ꎬ保护公民基本权利ꎮ 因此ꎬ无论是

着眼于理论还是基于中国的法治现实ꎬ上述领域都应该成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关切的

重点ꎮ

四、检察机关是宪法、法律的守护者

(一)为何需要宪法监督?
中国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ꎬ单一制之下的各地方单位行使的权力ꎬ包括立法

权ꎬ均来自中央经由宪法或«立法法»等法律的授权ꎬ非各地方单位所固有ꎬ地方的规范

性文件当然不得对抗中央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形成之后ꎬ体系内部应当层级分明、逻辑自洽、协调一致ꎬ所有的规范、决定、命令必须以

宪法为基准ꎬ形成一个法律规范效力方面的等级结构和统一的法律秩序ꎮ
然而ꎬ毋庸讳言ꎬ由于未能形成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ꎬ我国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司法

解释领域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ꎬ不仅损害了宪法的权威ꎬ而且损害公民基本权利ꎮ 例

如ꎬ２００３ 年的“孙志刚事件”揭示出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存在“合
宪性”问题ꎻ甚至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存在剥夺、限制公民诉权的问题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ꎬ修改后的«立法法»第 ７２ 条

第 ２ 款赋予设区的市一定的立法权ꎮ􀃊􀁍􀁙 莫于川教授在对设区的市的立法状况进行调研

后指出诸多认识误区和现实问题ꎮ􀃊􀁍􀁚 因此ꎬ随着设区的市被赋予立法权ꎬ享有立法权的

主体进一步扩大ꎬ未来统一法律的需要将变得更为迫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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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海波:«论收容教育»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例如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１３８ 条第 ２ 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ꎬ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ꎬ人民法院不予受理ꎮ”
«立法法»第 ７２ 条第 ２ 款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ꎬ在不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ꎬ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

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莫于川:«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赋权特点与行使界限———地方立法主体扩容后的问题与对策分析»ꎬ载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官网: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 ｒｕｃ. ｅｄｕ.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 ５１７４７. ｈｔｍｌ ꎬ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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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ꎬ坚持依法执政

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ꎮ”为了从实质意义上强化宪法权威ꎬ«决定»提出健全宪法实施ꎬ
完善宪法监督制度ꎬ“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ꎮ”因此ꎬ激活、完善中

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势在必行ꎬ而检察机关必须发挥在宪法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方面的职能作用ꎮ
(二)检察机关是宪法、法律的守护者

如前所述ꎬ检察机关产生、存在的目的之一即在于守护法律ꎮ 在中国ꎬ检察机关的

性质被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ꎮ 因此ꎬ检察机关在实施宪法监督、维护法制统一方面ꎬ可
以说是责无旁贷ꎮ 检察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在我国并非无迹可循ꎮ １９４９ 年的«中央人

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曾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一是“检察全国各级政

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

与法律、法令”ꎮ １９５１ 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

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也作了相同的规定ꎮ 在新中国立法史上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是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开国文献之一ꎬ对于«共同纲领»的实施进行监督ꎬ具
有宪法监督的性质ꎮ １９７８ 年«宪法»第 ４３ 条则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宪法监督权ꎮ􀃊􀁍􀁛

１９７９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取消了一般监督权ꎬ也随之取消了检察机关的宪法监督

权ꎮ
即使现行宪法和组织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宪法监督权ꎬ检察机关行使宪法

监督权仍存在有效的法律依据ꎮ􀃊􀁎􀁒 目前ꎬ关于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ꎬ学界

存在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功能、设立宪法委员会、设置宪法法院和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宪

法解释权等不同的方案ꎬ􀃊􀁎􀁓但是ꎬ无论采用何种方案ꎬ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

督机关ꎬ都是当仁不让的违宪审查程序启动主体ꎮ
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法律的守护者ꎬ这在比较法上不乏先例ꎮ 德国刑事诉讼法学家

史密特称“检察官乃国家法意志的代表人”ꎬ基本代表了欧陆各国对检察机关职能的理

解:守护法律ꎬ使客观的法意旨贯彻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ꎮ􀃊􀁎􀁔 在法国ꎬ驻最高法院总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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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 年«宪法»第 ４３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

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ꎬ行使检察权ꎮ”
«立法法»第 ４６ 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

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ꎮ”第
９９ 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ꎬ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ꎬ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ꎮ”
参见季卫东:«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四个选项»ꎬ载«理论视野»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前引③ꎬ林钰雄书ꎬ第 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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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可以为了法律的利益向最高法院提起一种非常上诉ꎮ􀃊􀁎􀁕 法律设置这种非常上诉的目

的ꎬ是审查、纠正基层法院判决中发生的法律上的错误ꎬ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ꎬ保证整

个法院系统的判决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ꎮ 其特别之处在于ꎬ为法律利益向最高

法院提出上诉并不导致原判决的中止执行ꎬ也就是说ꎬ即使法国最高法院作出了“撤销

判决”(即撤销原判)ꎬ被撤销的原判决并不因此而不继续执行ꎬ这意味着原判决各当事

人的命运并没有任何的改变ꎮ 因此ꎬ这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撤销ꎬ即宣告撤销原判ꎬ但又

不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ꎬ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保证各个判决在法律适用上的一

致性ꎬ并提示各刑事法院关注、留意最高法院作出的判例ꎮ􀃊􀁎􀁖 受法国法影响ꎬ日本也设置

了类似的非常上告程序ꎬ如果判决生效之后发现该案的审判有违法情形ꎬ则由检察总长

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告ꎮ 非常上告的判决ꎬ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ꎬ􀃊􀁎􀁗其效力

不及于被告人ꎮ 根据日本的通说ꎬ立法设置非常上告程序的目的是“统一适用法律”ꎮ􀃊􀁎􀁘

法国和日本的非常上诉或非常上告程序中值得留意的是ꎬ二者都是对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适用法律发生错误的判决进行纠正的特别程序ꎬ在这两种程序中ꎬ即使原判

决被最高法院撤销ꎬ其效力也不及于当事人ꎮ 在这两种程序之外ꎬ法国和日本都另设再

审程序ꎬ专门用以纠正生效判决所发生的事实错误ꎬ以救济当事人ꎮ 这种处理ꎬ使得对

生效判决的救济程序严格区分为两种程序:一是对事实错误进行纠正ꎬ以救济具体当事

人的再审程序ꎻ二是仅用以救济法律错误ꎬ致力于“统一适用法律”的审判监督程序ꎮ 前

者可以由当事人申请启动ꎬ后者则仅能由总检察长启动ꎮ 这种功能分化不仅对我国审

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具有启发意义ꎬ而且对于未来开辟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方

式也具有借鉴价值ꎮ

五、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组织结构和职权配置

在现代国家ꎬ一个国家机关的组织结构ꎬ应当以最有效地实现该机关之职能目标为

主要考虑因素ꎮ 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ꎬ其法律监督的效果如何?
本文选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监督情况作为分析对象ꎮ 之所以选择立案监督ꎬ是因

为立案监督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启动端口的监督ꎬ对侦查权及其背后的警察权的

控制和制约是现代检察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基本根据之一ꎬ也是未来中国检察机关行使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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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 ６２１ 条规定:“如果对上诉法院或重罪法院ꎬ或者轻罪法院或违警罪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可以

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ꎬ但任何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均没有提出上诉ꎬ尽管期限已过ꎬ驻最高法院总检察长仍可依

职权ꎬ仅为维护法律之利益ꎬ对此判决提出上诉ꎮ”
参见[法]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ꎬ罗结珍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５５４ 页以下ꎮ
这里指«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４５８ 条第 １ 项但书规定的情形ꎮ
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ꎬ张凌、于秀峰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３６５ 页ꎻ[日]松尾浩也:«日
本刑事诉讼法»(下卷)ꎬ张凌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３０８ － ３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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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的一个重要方向ꎬ因此立案监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风向标意义ꎮ 刑事诉讼中

的立案监督包括两种情形:监督立案和监督撤案ꎮ 前者是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ꎬ
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 １１１ 条ꎻ后者是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ꎬ其法律依据

是相关司法解释ꎮ ２０１０ 年ꎬ鉴于实践中公安机关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问

题比较突出ꎬ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

(试行)»ꎬ增加了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ꎬ该规定后来被«最高人民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 ５５４ － ５６３ 条所吸收并予以扩充ꎬ这是第二种情形ꎮ 本文仅

就第一种情形下检察机关监督立案的情况作分析ꎬ这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监督立案的

法律规定、程序框架十分明晰ꎬ争议较少ꎮ 下表反映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间人民检察院对

公安机关监督立案的情况ꎮ
人民检察院监督立案纠正情况统计表􀃊􀁎􀁙

年度
书面提出纠正

(件次)
已纠正
(件次) 纠正率

公安刑事立案数
(件) 监督立案率

２０１０ ３２８３０ ３１２０３ ９５. ０％ ５９６９８９２ ０. ５２％

２０１１ ２１２０１ １９７８６ ９３. ３％ ６００４９５１ ０. ３３％

２０１２ ２９７３２ ２７８３７ ９３. ６％ ６５５１４４０ ０. ４２％

２０１３ ３１７５４ ２９３５９ ９２. ５％ ６４４００６６ ０. ４６％

２０１４ ２４０７２ ２１２３６ ８８. ２％ ６５３９６９２ ０. ３２％

２０１５ １７５４６ １４５０９ ８２. ７％ ７１７４０３７ ０. ２０％

　 　 从上表反映的情况来看ꎬ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１１１ 条规定对应当立案而

不立案的案件行使法律监督ꎬ提出书面纠正(监督立案)的案件数量大体上是逐年下滑

的: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万余件次ꎬ到 ２０１５ 年的不足 １. ５ 万件次ꎮ 然而ꎬ与这里的下滑趋势形

成鲜明对比的ꎬ是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数从 ２０１０ 年的不足 ６００ 万件激增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１０ 万余件ꎬ增加了 ２０. ２％ ꎮ 纠正率也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５％ ꎬ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２. ７％ 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侦查机关接到通知后的纠正率看似不低ꎬ然而ꎬ按照

«刑事诉讼法»第 １１１ 条的表述ꎬ“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ꎬ应
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ꎬ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ꎬ立法并没有给公安机关留下不

立案的余地ꎬ但根据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５ 年仍有 １７. ３％的案件公安机关拒不立案ꎮ
上述统计数据反映的是检察机关手握职务犯罪侦查权这一“尚方宝剑”行使立案监

督权的效果ꎬ随着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整体转隶ꎬ失去了职务犯罪立案侦查权的支撑ꎬ

９９２

依法治国语境下检察机关的性质与职权

􀃊􀁎􀁙 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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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恐怕更不乐观ꎮ 对立案监督效果的观察虽是管中窥豹ꎬ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检

察机关面对公安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整体状况ꎮ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ꎬ在要

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ꎬ系统的对外整体性能取决于系统的结构ꎮ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

果不彰ꎬ需要我们对检察机关的对外关系、组织结构和职权配置进行反思性重构或调

整ꎮ
第一ꎬ对外关系上ꎬ尽量摒除不当干预ꎬ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ꎮ 为了保

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ꎬ抵御来自系统外部的不当干扰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在处理检

察机关外部关系时的相关制度经验ꎮ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ꎬ检察机关被置于司法

部或内政部之下ꎮ 司法部长或内政部长一般不具有检察官身份ꎬ又属内阁成员ꎬ成为外

部政治势力影响检察业务的唯一管道ꎮ 但是ꎬ除此之外ꎬ整个检察系统保有相当程度的

独立性、自治性ꎮ 在意大利ꎬ二战后ꎬ为了反对法西斯时代检察官的“工具化”ꎬ逐步赋予

检察官与法官同等的独立地位ꎮ 早在 １９４６ 年ꎬ«司法组织法»就将检察官在司法部长的

“命令下”开展活动ꎬ修改为在司法部长的“监督下”履行职责ꎻ􀃊􀁎􀁚１９４８ 年«意大利宪法»
将检察官和法官置于大致相同的地位ꎬ规定二者均属“独立于任何其他权力的自治体”ꎬ
并享有相同的任职保障ꎻ􀃊􀁎􀁛１９５１ 年ꎬ为了保证检察官享有与法官相同的独立性ꎬ检察官

事务也开始由独立于行政控制的统一的“最高司法官委员会”管理ꎮ􀃊􀁏􀁒法国、比利时也设

有“最高司法官委员会”ꎬ在检察官的升迁、惩戒等重要事务上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ꎮ􀃊􀁏􀁓

在德国ꎬ对检察官的惩戒则由司法部长任命的检察官组成惩戒法庭决定ꎮ 这些促进检

察机关整体独立性的制度经验ꎬ可在中国检察制度改革中进行尝试ꎬ使检察官的任命、
升迁调动、考核惩戒等人事管理事务由独立、自治的主体决定ꎮ

第二ꎬ重新确立检察系统内部的垂直领导体制ꎮ 目前检察机关的“一重领导ꎬ一重

监督”体制与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不相匹配ꎮ 在这种体制下ꎬ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

人、财、物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ꎬ再加上司法管辖和行政区划基本一一对

应ꎬ导致检察机关很难摆脱地方党政力量的不当干预和影响ꎬ不利于法律监督职能的发

挥ꎮ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推进的司法改革中ꎬ就包含了旨在“去地方化”的一系列改革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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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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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ｇｉｏ ｄｅｃｒｅｔｏ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ꎬ ３１ Ｍａｙ １９４６ꎬ ｎｏ. ５１１ꎬ ｏ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ｔ. ３９.
参见«意大利宪法»第 １０４、１０７ 条ꎮ
意大利“最高司法官委员会”(Ｃｏｎｓｉｇｌｉｏ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ｄｅｌｌａ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ｕｒａｔａ)ꎬ设立于 １９５８ 年ꎬ是意大利宪法规定的司法官的

自治机构ꎬ其成员投票权平等、多数由选举产生ꎬ并被赋予广泛的管理权限ꎬ如司法官的选任、惩戒等ꎮ
但是ꎬ在法国ꎬ规范检察官事务的“最高司法官委员会”(Ｃｏｎｓｅｉｌ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 ｄｅ ｌａ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ｕｒｅꎬ 以下简称“ＣＳＭ”)与处理

法官事务的 ＣＳＭ 有几点不同:第一ꎬ在组成上ꎬ处理检察官事务的 ＣＳＭ 具有更为明显的政治性:法国总统任主席ꎬ司
法部长任副主席ꎮ 第二ꎬ涉及检察官的升迁和调动时ꎬＣＳＭ 的作用基本上是建议性的ꎮ 在法律上ꎬ决定权属于司法

部长而不是 ＣＳＭꎮ 对于较低级的职位ꎬ司法部长会接受 ＣＳＭ 的建议ꎬ但不必听从ꎬ一些关键职位———比如上诉法院

和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ꎬ其任命完全受部长会议(内阁)的控制ꎮ 第三ꎬ法国检察官的惩戒由司法部长而不是 ＣＳＭ
决定ꎮ 直到 １９９３ 年和 １９９４ 年ꎬ法律才要求司法部长在上级检察官的提议并在 ＣＳＭ 的建议下才能够终止检察官履

行职务ꎮ Ｓｅ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Ｐｅｒｒｏｄｅｔꎬ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ꎬ ‘ Ｍｉｒｅｉｌｌｅ Ｄｅｌｍａｓ － Ｍａｒｔｙ ＆ Ｊ. Ｒ. Ｓｐｅｎｃｅｒ ( ｅ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ꎬ ａｔ ４２２ － ４２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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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ꎮ􀃊􀁏􀁔 这些改革措施中ꎬ有的已突破现行宪法、组织法确立的“一重领导ꎬ一重监督”
体制ꎬ成为理顺检察机关领导体制、重新确立垂直领导体制的先声ꎮ

第三ꎬ理顺“检察一体”原则与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关系ꎮ 自清末«法院编制法»以

来ꎬ中国仿效日本、欧陆各国检察机关的组织原理ꎬ构建了从上到下的阶层式的检察机

关ꎬ并确立“检察一体”原则ꎮ􀃊􀁏􀁕 “检察一体”有三重意味:一是整个检察系统视同为一个

整体ꎻ二是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任一检察机关内部ꎬ均实行上命下从关系ꎻ三是作为上

级的检察首长对下级检察官享有两项权力:移转权和代位权ꎮ 中国当代的检察制度仍

符合“检察一体”的组织机理ꎮ 现行«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均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

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ꎬ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ꎮ”􀃊􀁏􀁖在刑事诉讼法中ꎬ凡对外产生法律效力的职权行为均以“人民检察院”
为主体ꎬ“检察官”或“检察人员”基本上是检察长的代理人ꎬ其作为个体的诉讼主体地

位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得到承认ꎬ只有在涉及控告、违规、回避等场合ꎬ«刑事诉讼

法»中才出现“检察人员”的表述ꎮ 这说明ꎬ无论是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ꎬ还是特定检

察院内部ꎬ我国检察机关都是按照“检察一体”的逻辑设计、运作的ꎮ 然而ꎬ正如有学者

所指出的ꎬ“检察一体”应是以检察官独立办案为基础ꎬ是一种保障上级检察官的指令得

以贯彻的制度设计ꎮ 我国检察机关内部长期实行的三级审批制中ꎬ上级检察官直接以

审批的方式自己决策ꎬ下级检察官根本无权决策ꎮ 因此ꎬ三级审批制对下级检察官的控

制更为彻底ꎬ行政化色彩更浓ꎮ􀃊􀁏􀁗 但是ꎬ检察机关处理的事务具有司法属性ꎬ以公正为价

值取向ꎬ在涉及证据权衡时ꎬ要求决定主体具有“亲历性”ꎬ这些特性都与上命下从的行

政式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冲突ꎮ 因此ꎬ推进员额制改革ꎬ合理界定检察长和个体检察官的

办案权限ꎬ赋予检察官一定的独立办案权是理顺检察机关内部关系的关键ꎮ
第四ꎬ应赋予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所必要的手段性职权ꎮ 人民检察院在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ꎬ为了查明案件情况或者调查核实违法犯罪行为ꎬ应当被赋予

一定的调查权ꎬ比如调阅人民法院、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单位的案卷或材料ꎬ人
民法院、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ꎮ􀃊􀁏􀁘

第五ꎬ强化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评中的作用ꎮ 检察制度之产生ꎬ目的之

一即是控制警察权ꎬ防止权力滥用ꎮ 为了强化检察机关对警察的控制力ꎬ欧洲大陆各国

及其影响下的日本ꎬ均在警察惩戒、晋升等方面赋予检察官实质性的影响力ꎮ 例如ꎬ在
法国ꎬ检察长对其辖区内的司法警察警官进行评分(作出评价)ꎬ检察长的评语在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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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语境下检察机关的性质与职权

􀃊􀁏􀁔

􀃊􀁏􀁕
􀃊􀁏􀁖
􀃊􀁏􀁗
􀃊􀁏􀁘

例如ꎬ“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ꎻ地方检察机关的人财物省级

统一管理ꎻ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ꎻ等等ꎮ
前引③ꎬ林钰雄书ꎬ第 １１５ 页ꎮ
参见«宪法»第 １３２ 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１０ 条ꎮ
参见左卫民、谢小剑:«检察院内部权力转型:问题与方向»ꎬ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王玄玮:«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职权规定的修改建议»ꎬ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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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出任何晋级、提升决定之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ꎮ􀃊􀁏􀁙 在日本ꎬ如果警察不服从检

察官的指令ꎬ检察官可以向对警察享有罢免、惩戒权的机构提起惩戒或罢免的诉讼ꎮ􀃊􀁏􀁚

为了强化法律监督的效果ꎬ可以适当强化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中的发言

权ꎮ 自 ２００１ 年起ꎬ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规定»ꎬ开始对地方公安

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行政案件的情况进行考核评议ꎮ 未来在改革公安机关执

法质量考评制度的过程中ꎬ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强化检察机关的作用:一是将检察机关提

出的书面纠正违法意见及其后的违法纠正情况纳入考评指标ꎻ二是由检察机关牵头成

立执法规范化建设考评委员会ꎬ这样处理ꎬ不仅可以强化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执法规范

化考评中的发言权ꎬ还可以使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考评从目前的内部考评转向外部考

评ꎬ提升考评的客观性和公信力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ｕ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ｒｉｍｅ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ｐｕｓｈｅｄ ｔｏ ａ ｖｅｒｙ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ｌｅｇ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ｌｅｆｔ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９７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ｎｅｗ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ꎬ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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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ꎬ[法]贝尔纳􀅰布洛克书ꎬ第 ２４５ 页ꎮ
参见«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１９４ 条ꎮ
参见贺小军:«效果与反思: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实证研究»ꎬ载«法学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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